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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刻的词学批评
———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

孙启洲

  摘要:20世纪前半叶,身处民族危机时刻的中国学人,努力建构起想象性的文学传统,以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

认同感,在此一历史语境中,词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也被不断地激发和征用。在国难之际,现代词学家赋予词体政治

表达的现代意涵,从“依经论词”到振兴国族,实现了词体功能论的现代转向。他们通过鼓吹稼轩词风、宣扬爱国词

人、撰述民族词史和编录民族词选等多种方式,强化中国古典词史中所蕴蓄的“民族国家”精神。由此而言,承载着

民族国家话语的现代词学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一极,也促使着其自身理论话语的现代转型,理应被视为中国现代

文论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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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当中国被强行拉入现代国家的竞争序列时,宣扬现代民主政治,争取民族的独立解

放,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唤醒

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至关重要,启蒙与救亡开始成为彼一时代的当务之急。由于中国文学向来延续着“诗
言志”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其自身与政治变革密切关联,因此现代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将传播启蒙与救

亡意识的重任压在文学的肩上,此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占据着文学表达的主流,促使着中国学人文学观念以及

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向。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三人就曾着重讨论了现代

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他们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时期所建立起的现代民族文

化的主要表现内容,视其为一种现代民族文学①。
置身于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现代词学,在上述历史演进的语境中生成、发展,自然有被现代学者所征用以

表达时代文学精神的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中所蕴蓄的集体记忆是实现民族认同的

前提,为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愫提供最为坚实的历史理据,所以在确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建构具有

鼓动性的民族文化传统尤为关键。而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就在时代意识形态的诉求中,不断

被现代学者进行重新解读和想象性塑造。作为中国文学传统最具代表性的符码之一———词与词学,在文学

革命和整理国故的现代学术思潮中,蹒跚前行。在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年代,身陷国破家亡危机的词人和词

学家,用他们最为擅长的文体形式高扬救亡图存之志,词学研究也不再拘守于书斋中的孤芳自赏,在承继古

典词学中“词通骚雅”的尊体论之上,现代词学与政治话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法关联。现代词学家通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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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读书》1985年第12期,第69页。



化词体宣扬民族国家意识的政治功能,推崇苏、辛词风,表彰极具家国情怀的英雄词人,编选爱国词选或民族

词选,以及撰写民族词史等诸多方式,形塑中国古典词史中民族国家话语表达的传统,守望全民族共同的文

化命脉,坚定民族认同与抗争外侮的意志,亦昭示出一代词学风向的转变。
对现代词学发展史中民族国家话语的考察,一方面,是揭示词学研究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在现代

词学家、词学期刊与词社等研究视域之外,将词学研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场景中,从政治话语的维度

拓展现代词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凸显时代政治的波荡与词学新变之关系,发掘词学转型的新面相。另一方

面,现代思想文化观念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语境为词学研究注入新的质素,促发词学批评话语的转换,
使其成为现代抗战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在现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史中,旧体文

学及其理论从未缺席,而词学的现代演进理应被视为中国文论古今流衍的突出表征之一,这正是此前现代文

论研究史中所遮蔽的一种诗学现代转型①。由是而论,“民族国家”视域是将现代词学纳入现代文论流变脉

络的理论切入口,以期尝试突破现代文论研究的边界,呈现现代文论话语复杂多元的理论样态。
一 从“依经论词”到振兴国族:现代词体功能论的生成

中国古典词学向来有“依经论词”的尊体传统,词学家主张将词旨与儒家诗教中的家国政治情怀相贯通,
既奠定其合乎正统文学之道的学理根基,也是维系王朝统治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帝国已然显出

盛极而衰的征兆,面对如此国运危机,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阶层,力图强国保种,由此今文经学所强调的“经
世致用”论逐渐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价值导向,并渗透在常州词派的血脉中。

常州词派的开派宗师张惠言,将“意内而言外”②视为词体的突出特征,强调词所能表达的贤人君子忧生

忧世之怀,既抬高词体地位,也推动其功能由“娱宾遣兴”向“微言大义”的转变。之后,处于王朝中衰期的周

济,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③的观点,以词史类比诗史,认为词中所寄托的并非仅是个体的感怀,亦可书

写与王朝更替、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主题,表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场景。时至晚清,风云突变,鸦片战争的爆

发,甲午海战的惨败,庚子国变以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帝国危在旦夕,词学家又岂能无动于衷? 无论是谭

献以词表达忧生念乱之感,陈廷焯以“沉郁”④说为核心的词论,还是况周颐所伸张的“重、拙、大”⑤之旨,都延

续了常州词派对词的主题的政治伦理价值的重视,浸染着儒家经学的政教色彩。
与况周颐同一时代的梁启超,却表现出和前者完全不同的思想取向。梁氏作为变法维新派的代表,不断

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说,因此当况周颐还沉浸在清遗民身份和情感中不能自拔之时,梁启超则已具现

代国家意识,并致力于阐扬其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前者在眷恋旧王朝,后者则意在建立新国家。在梁启超看

来,“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⑥。故而从王朝认同到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变,是梁启超现代

政治理想形成的关键。“经世致用”的治学观念,使况、梁二人将文学作为表达其政治立场的重要符码。但梁

氏受西学启发而在现代性立场上倡导诗界革命,词学观作为其诗学主张的题中要义,既保留“文以载道”、“诗
以言志”等命题中的抽象工具性原则,又更替“道”(志)与“文”(诗)的具体政治意涵,“为政治现代化服务”而
非儒家诗教的“为传统政治服务”成了文学经世致用的新目标⑦。词学成为其表述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途

径,由此实现词体功能论从“依经论词”到振兴国族的现代转变。
梁启超主张“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⑧,将词、赋、骚等文体纳入到诗歌的行列,因此梁氏词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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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认为现代诗学应最终指向学术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而非以研究对象的新旧为衡量标准,所以他们主张将现代旧体诗词理论纳

入到现代诗学的范畴之中。参见: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年第1期;高玉《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希《被遮蔽的诗学现代转型》,《文
艺争鸣》2014年第3期;刘锋杰《现代文论史研究的“三维空间”说》,《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7页。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0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776页。
况周颐《蕙风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406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页。
余虹《晚清文学革命的两大现代性立场》,《文学前沿》2000年第1期,第223页。
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4集,第291页。



内蕴在其功利主义诗学观中,凸显词体作为古典诗歌门类所具有的建构民族性文学传统的意义以及改造国

民品质的功能。
首先,在梁启超看来,语言统一本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

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①,因而涵括词文本在内的历代诗歌便构成了“祖国文学”
的传统,亦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正如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将“韵文”或者“文学”与具

有现代政治形态的“中国”、“民族”并置,并且时时强调与西方文学的区别性特征。梁氏还在此文中宏观概述

“中华民族”文学的演变轨迹:
我们的诗教,本来以“温柔敦厚”为主,完全表示诸夏民族特性。《三百篇》就是唯一的模范。

《楚辞》是南方新加入之一种民族的作品,他们已经同化于诸夏,用诸夏的文化工具来写情感,搀入

他们固有思想中那种半神秘的色彩,于是我们文学界添出一个新境界。……到了“五胡乱华”时候,
西北方有好几个民族加进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新分子。他们民族的特性,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

在诸夏民族性的里头,不知不觉间,便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这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关键,不可

不知。②

作为中国韵文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之一,“词”亦成为其梳理民族文学发展流衍的重要环节。如其所言,最
适宜用以填词的“回荡的表情法”,足可呈现“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③。这种叙述民族文学史的过程,折射

出梁启超建构具有“中华民族性”文学的知识实践,表达由“文学”中国想象民族国家精神谱系的时代诉求④。
其次,梁启超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落脚到“新民”,而作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⑤之一的文学,

恰成为其改造国民品质最为重要的工具,词体亦莫能外。他反复阐明具备音乐性的韵文,在鼓动民心、改造

民智等方面所能发挥的突出功效。在梁氏看来,“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中国乐学,发达尚蚤。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
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宋之词,元之曲,又其显而易见者也。”⑥所以,词作

为中国音乐文学序列中的重要文体形式,也理应扮演启蒙民众的角色,这就要求词人须葆有士大夫的“经世

情怀”和为家国“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去建设新国家,再造新文明。梁氏的词体功能论,延续传统今文经学

家所推扬的“经世致用”的价值立场,倡导包括词体在内的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介入,但已为其注入了新的民

族国家内涵。
此种政治功利主义词学观在抗战时期得到延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徘徊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的汪东,

早年曾入南社,立志革命救国,他的词学主张也时时渗透着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感。在为黄侃《纗华词》所作

的序中,汪氏认为词“原于《国风》而与《离骚》尤近”,有比兴寄托、隐微言志之能,“后主被羁,怆思故国,稼轩

愤时,托怨烟柳,白石嗣响于黍离,碧山沉恨于落叶,岂非假物喻情,所谓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者邪”⑦。由此足见,汪东依诗教而论词,极言词人抒情与政治时势之关系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全面抗

战的发动更是点燃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曾发表《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一文,首先阐明文

学“为一国民族精神之所系。民族精神不灭,则其国恒存,反是则亡”,而词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文体形式,自
然也蕴蓄着民族精神的要义。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国难深重的中国,就如同曾经的南宋,“强敌侵陵

于外,君相沉酣于内,有识之士愤气填膺,托篇章以寄怨刺,十九皆然”⑧。所以,他极力呼吁词人多发抒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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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情圣杜甫》,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367页。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305-306页。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287页。
余来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8页。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281页。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215页。
汪东《纗华词序》,《国故》1919年第2期,第9页。
汪旭初《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文艺月刊》1936年第9卷第2期,第16页。



悲壮,甚至粗厉猛奋的声调,激发民众斗志,达到“振人心,铸国魂,培正气,障横流,其亦救亡图存之一助”①

的目的。
在众多现代学者中,卢前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词学家。他致力于建立具有民族性的诗歌体系,“民族

意识”是其现代诗学话语的核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拿诗来发扬我民族精神”②,可
被视为其现代诗学观最精炼的概括。在国难之际,卢氏有意将诗歌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结,主张建立

“民国诗”的新传统。关于此点,他有非常明确的阐述:“民国诗云者,以活泼、生动之形式与格调,扬示我民族

特有的雍容博大之精神,为民主政治时代之产物,发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呼声。”③他希望诗人能够在大动荡

的时代,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注入诗歌之中,创作具有全民族认同感的诗歌,能够光大民族气节,强化国家

意识。卢前获得民国教育部文学奖的词集《中兴鼓吹》,便是实践其“民族诗学”观的杰作。
《中兴鼓吹》中的论词词《沁园春·论词示梦野》一首,即是卢前词论的浓缩:

弟学词乎,今日而言,岂同曩时。算花间绮语,徒然丧志,后来柳贺,搔首弄姿。叹老嗟贫,流连

光景,孤负如椽笔一支。自南渡,始天生辛陆,大放厥辞。
於戏逝者如斯。念转益多师吾所师。便白石扬州,遗山并水,豪情逸兴,并作雄奇。天下兴亡,

匹夫责在,我辈文章信有之。如何可,为他人抒写,儿女相思。④

在卢氏看来,词人不应拘执于抒写“儿女相思”之情,留恋于风花雪月,更应昭示文士面对国难时的坚韧

与担当。他坦言其填词的动机就是在流离辗转中发泄个人的愤慨、沉郁和烦闷,“大都因国难而发,含有鼓吹

民族思想”⑤之意。被卢氏称为畏友的任中敏,评此词集云“宗旨在鼓吹国族中兴,并非鼓吹词艺中兴也”⑥,
可谓一语中的。

综上所述,文人词兴起之初,词体主要用以娱宾遣兴,未敢奢望担当“言志”的重任。时至宋代,词为小道

的观念始为松动,以诗论词逐渐兴起,尤其是南宋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词成为可与诗文一道表现士大夫忧君

忧民之怀的文体。清中叶之后,王朝颓相渐露,今文经学派“经世致用”的实用理念遂兴,并通过常州词派的

倡导而渗入词学之中,“依经论词”即成大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经历百年屈辱史,现代词学家承继前

辈学人“经世致用”的精神,意在危难之际发挥词学的救世之功,但其所经之“世”已被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残

酷竞争所代替,成为词体功能现代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他们由此完成从“依经论词”的诗教传统向现代“民
族国家”话语的蜕变,也直接引发彼时词学家对于苏、辛词风的推崇。

二 “稼轩风起”⑦与爱国词人研究

国势衰疲之时,尤其是面对着外族的入侵,亟需强有力的精神领袖来团结民众、振奋民心,带领民族走出

困境。树立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形象,则是唤起民族认同感和激发民族情绪的又一重要途径。南宋时代正是

王朝积贫积弱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又虎视眈眈的多事之秋,文人的淑世情怀和家国之忧,都映现在诗文中,
此时英雄词人辈出而豪放词风骤起。同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世的现代词学家,也渴求救世英雄的出现,他们通

过爬梳能够彰显民族精神的词史传统,找寻足以振奋民族气势的英雄词人,故而将目光聚焦于南宋,推扬稼

轩词风和表彰爱国词人成为当时词学研究的焦点,借古之传统以求致用于现世之意,不言而喻。
在20世纪现代词学家中,“真正放下手中的笔,拿起枪来和日寇浴血奋战的,只有胡云翼一人”⑧。结合

胡云翼早期提倡建立“国家主义文学”的设想,就不难理解他不遗余力地宣扬稼轩词风的缘由。在胡云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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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昭华笔记《国难声中研究词学之新途径(续):汪旭初先生在中国文学系同学会演讲》,《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6年4月8日第1652号,第

4版。
卢前《民国以来我民族诗歌》,《卢前文史论稿》,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7页。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卢前亦持“广义诗歌”的观念,其所言之

“诗”涵括诗、词、散曲等诸多韵文体裁。
卢前《民族诗风之倡导者》,《卢前文史论稿》,第295页。
卢前《卢前词曲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8页。
卢前《我怎样写<中兴鼓吹>的?》,《改进》1943年第6卷第11期,第415页。
任中敏《评记》,卢前著、任中敏选《中兴鼓吹选》,文通书局1942年版,第1页。
本节所述“稼轩风”,并非专指辛弃疾词在现代词学中的接受,而指一种广义的有别于婉媚词风的“大声镗鞳”之风。
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眼中,内外交困的现代中国,早已丧失中华民族的国魂,国民情感颓废麻木,文学界亦是委顿堕落,因此他亟

欲提出“国家主义文学”的倡议,重开时代文学的新路。所谓的“国家主义文学”,是“以鼓吹民族意识,鼓吹国

民情感自任。一方面提倡波澜壮阔的,乐观的,猛进的,讴歌‘祖国超于一切’的,鼓励民族思想的,带强烈的

反抗性的文艺”,“一方面提倡血和泪的,战争的,悲壮的,祈战死的爱国文艺”①。直至抗战爆发,他更加坚定

以革命的、主战的文学,“鼓吹尚武奋勇的猛烈精神,唤醒伟大民族的灵魂”②,改造卑弱的、无抵抗的和亡国

的国民性,以激起民众为国家生存和民族独立而战的信念。
这样的文学观渗透在其词学研究中,使胡云翼对于稼轩词风尤为倾心。他以“奔放豪肆,英雄本色”③归

纳稼轩词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不仅将辛弃疾看作南宋第一大词人,更以英雄词人视之,钦佩其不甘伏枥的

壮志雄心和词中所表现出的英豪之气。正是这种有英雄气概的词,有血和泪的词,有壮烈的金戈铁马的词,
才是砥砺中国民众前行的良药。因此,胡云翼将整个南渡词坛看作最值得叙述的一段英雄的词文学史:“在
南宋词里面,当时金兵入寇,徽钦被虏,眼见大好河山,沦于异种。一时爱国志士,群起御夷。所谓豪杰者流,
痛祖国之丧乱,哀君王之沦夷,投鞭中流,击楫浩歌,其护爱国家的热忱,怀抱的伟大,胸襟之宏阔,性情之壮

美,发为歌词,岂独豪放而已?”④胡云翼将其所处之时代类比作宋末,但不满于当时文坛缺乏英雄的文学,因
此他试图以承载历史英雄形象的古典文学文本,重新唤醒全民族的共有记忆,建立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
文学激励抗战。

与其同时,现代词学的奠基人龙榆生也是苏、辛词的拥趸者。早在1929年,龙榆生就已在暨南大学国文

系讲授苏、辛词,曾计划合笺苏、辛词,而且订补了辛梅臣原编的《辛稼轩先生年谱》。龙氏在“淞沪战后,外侮

日亟,国势阽危”之时,与致力于发扬民族诗歌的卢前“相与鼓吹苏、辛词派”,“思以激扬蹈厉之音,振发聋聩,
期挽颓波于万一”⑤。龙榆生反复强调填词应有的时代气象是苏、辛一派词风,彰显其作为词坛领袖欲于浙、
常两派之外,别建一宗而开时代新风的雄心。他设想:“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

得、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

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鍧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⑥在与前辈张尔田的通信中,龙榆生更是直

言,希冀以苏、辛词风的清雄磊落疗救“世风日坏,士气先馁”的萎靡不振,于此则可“砥砺志节”⑦,振奋民族

气节。之所以如此倾力推举苏、辛词风,就在于“由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稼轩益务恢弘。一代民族精神,于焉

寄托”⑧,借宣扬苏、辛词派的特殊精神,改变偏于柔婉的民族性,以此培养沉雄刚毅之国民品格。
“稼轩风起”是一种时代文人的集体选择,在“国难文学”大兴之时,相比长篇大论的文章而言,词本身简

短的体式特征,以及豪放一脉词风高亢昂扬的基调,正符合当时文人借文学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目的。他们

通过标举苏、辛词风,召唤国民关于激扬蹈厉的一脉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境况产

生刺激性的作用力,实现团结民众、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以及振奋民族斗志的政治意图。
除了对苏、辛的推扬之外,现代词学家还通过广为流传的词集文本和史书记载,勾勒爱国词人的英勇形

象和人格魅力,民众在英雄崇拜的心理作用机制的影响下极易产生模仿冲动,以此在特殊的抗击外侮的年代

催生出一股强劲的精神鼓动力量。关于爱国词人的研究,现代词学家关注的焦点并非其词的艺术性,而是文

本所激荡出的士人情怀,以及词人的抗争精神,显现出时事政治对于文学研究趋向的直接干预。
经历王朝屈辱没落史的王鹏运,曾刻《南宋四名臣词集》,集南宋赵鼎、李光、李纲和胡铨四家之词。此四

人并非专以词胜,是因其心系君国的忠臣气节而名传后世。正如王鹏运所言,此四家“于是则悲天运悯人穷,
当变风之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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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胡云翼《国家主义与新文艺》,《醒狮》1925年第59号,第2版。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胡云翼重写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第43-44页。
龙沐勋《中兴鼓吹跋尾》,《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43期,第2页。
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2号,第5页。
龙沐勋《答张孟劬先生》,《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号,第188-189页。
龙沐勋《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上)》,《文史丛刊》1933年第1集,第15页。



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①。李慈铭在为该词集所作的序中,直接点明王氏刻词的意

图在“廉贪立懦,使人兴起”,使“贤者当知其谲谏主文,感伤时事;不贤者当知其导谀亡国,陷溺君心。兴观群

怨之旨,庶有在焉”②。在这一套传统经学话语的叙述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强烈的志士壮怀,以及身处王朝末

世的愤慨郁勃。
遭遇政权更迭、国体鼎革之后,现代词学家在阐扬英雄词人的过程中,已明显地将“名臣词”替换为“爱国

词人”或者“民族词人”。南宋与民国相似的内外部政治环境,以及南宋词在词史中的突出价值,使南宋词坛

的英雄词人成为现代词学史中不断被研究的对象,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气质和人格魅力,词中表现出的

“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及其豪放激昂的词风,是得到现代词学家青睐的共有特征。

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词学大家唐圭璋陆续发表多篇文章,以述介英雄词人寄托其感时抚事的家国

情怀。1935年,他连发《民族英雄陈龙川》和《南宋词侠刘龙洲》两文,以表彰当时学界还不甚措意的南宋中

兴词人。在唐圭璋的笔下,于词中抒发平生经济之怀的陈亮和念念不忘收失地、复国仇的刘过,都是胸怀治

国才略和光复宋室之志的盖世英雄,但一代英才却未遇明主,满腔忠愤化为血泪,蘸于笔尖而书之成词,或纵

横跌宕、浩气磐空,或雄浑悲壮,使人读之,“在此国难时期,倒不禁油然兴起崇拜的观念”③。1940年,唐氏又

发表《南宋四大忠臣词》,与其同年发表的《民族文学的情与境》对读,便可见其文与前段所引王鹏运和李慈铭

之言在理论话语表达上的根本区别。唐圭璋当时在中央军校担任国文教官,并随校西迁成都,两文均发表在

军校主办的期刊《黄埔》上,自有慰勉“革命军人”的用意。在《民族文学的情与境》一文的引言中,唐圭璋就坦

陈其心迹:
尤其是我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学,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我们更不可不时时讽吟。因为这类

伟大的文学,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有些积极写战功的,我们读了,可以增加我们勇往向前,万
死不辞的气概。有些消极写敌人残暴的,我们读了,可以触起我们悲愤郁勃,誓志复仇的决心。
……所以我们为尚慕古代戮力杀敌的英雄,该读伟大的文学;我们为发扬我们的壮志勇气,也该读

伟大的文学;而我们为鼓舞他人的蓬勃朝气,也该授与这类有浩然之气的伟大文学。④

以忠臣义士而名传千古的赵鼎、李纲、李光和胡铨,正是唐圭璋所言的民族英雄,他们并非以词传人而是

以人传词。四人之词多“精力弥满,英气勃勃”:赵鼎有思念君国的感伤之音,李纲词有“忠义之声,震动夷

夏”,李光词中则申诉迁流之感,胡铨刚正的气节,令人动容。读此四家之词,让如唐圭璋一般避难西迁的人

感伤无限,也在这国势颓败之时,“激励士气,发奋复仇”⑤。
唐圭璋所言的四大忠臣,已不再是歌唱变风变雅,却又劝百讽一的士大夫,而是化身为现代意义上的民

族英雄。原本对于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在现代词学家的笔下转换为守家卫国的经典;原本是汉民族与其他少

数民族的争夺,在“现代语境”中被描述成抗击外敌欺侮的正义之战。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汉民族英雄形象,被
潜移默化地重塑为整个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的传统。至此,“忠君”的情结逐渐演化成为建设民族国家的内生

动力。
推崇稼轩词风和褒扬民族英雄词人,是改造柔弱的民族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是现代词学家

通过文学文本介入国家政治建设的一种途径。在国家危难、民心渐靡的时期,正需要这种悲慨怒吼的发声,
以及激昂慷慨的词风,唤醒国民内心深藏的爱国激情与抗争斗志。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英雄,成为牵引民族

国家前行的内在力量,潜伏于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在外族入侵的战争年代被触发,产生巨大的行动力,而浓

缩其精神的文学文本,正可谓是一种“力的文学”,勉励读者奋起昂扬的抗争欲望,形成全民族团结齐心的强

劲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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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跋》,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页。
李慈铭《南宋四名臣词集序》,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第428页。
唐圭璋《民族英雄陈龙川》,《国衡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6期,第92页。唐圭璋另有《南宋词侠刘龙洲》,《建国月刊》1935年第12卷第1
期,第1-4页。
唐圭璋《民族文学的情与境》,《黄埔》1940年第3卷第17期,第335页。
唐圭璋《南宋四大忠臣词》,《黄埔》1940年第4卷第14期,第18-19页。



三 民族国家记忆的建构:民族词的“史”与“选”
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各国的民族文学史也不断问世。在确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文学史的

书写、传播与教育,起到了潜在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想象“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提供了国家文学谱系。在词

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词史的书写,尤其突出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难文学兴起之时,对于

民族历史与文化基因的确认。爱国词选和民族词选同样是在抵御外侮的年代,为强化民族国家意识而编选,
诸选家通过辑录彰显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词,建构爱国词或民族词的发展史,以文学传统的强大精神力

量,烛照当下民众前行的道路。
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进入僵持的拉锯战阶

段,此时民族意志成为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这一时期,一系列具有民族词史性质的著述不断

出版和发表,为强固民族意志而积聚文学力量。
白桦在“热河事变”后发表《南宋爱国词人》一文,将整个南宋词史划分为三个时期,重点突显每个阶段

“热血如潮”的爱国词人。第一个阶段,是徽钦二帝被掳、迁都临安时期。这时期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刘
过、杨炎和袁去华为代表的爱国词人,“高唱着奔放的雄豪的声音,充满了灭此朝食的光复河山的凌云的壮

气”,创作出整个时代最为杰出的词。第二阶段,是南宋朝廷苟且偏安的宴饮享乐时期。但此时的刘儗、文及

翁、陈经国和王埜,仍以其“爱国心”填出忧时愤世的激越词章。第三个阶段,是元人南渡和偏安小朝廷灭亡

的时期。此时的刘克庄、汪元量、陈德武和文天祥等,算得上是“热血的词人”,倾吐着亡国的悲愤情绪①。作

者更倾向倡导一种雄豪奔放的词风和悲歌当哭的热烈情绪,以南宋爱国词“来宣泄宗国沉沦河山易色的民族

的惨痛,来煽动起复兴宗社驱除异族的革命的热情”②,来激励同样正在经历国族危亡时刻的民众,鼓舞志士

们卫国守土的勇气,坚定抗敌的信念与决心。

1943年,青年出版社刊行缪钺所撰著的《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全书宗旨即在张扬“南宋人爱国家爱民

族”之词,“见吾国古人民族观念之强,微弱之时,益能自振,而对后人感发兴起之功甚大”③。南宋词中“忠愤

壮烈的民族情绪”,是缪氏念兹在兹的精神信仰,所以其选录民族词人的标准,就在“取其怀忠义之心,抱恢复

之志,凌厉奋发,志节皎然者”④。因此,词人虽有忧时感事之作,但态度消极,或人品卑下,以及中途变节者,
皆不在入选之列,故此书将姜夔、吴文英、曾觌、张炎和王沂孙等人排除在外。这部民族词史仍以南宋词为主

体,涉及南宋初期的岳飞、张元幹和张孝祥三位民族词人,以稼轩词为南宋之首,设专章论述,并将韩元吉、陈
亮、陆游、刘过和刘克庄等与稼轩词风相近者,归为辛派词人,而将救亡扶危、抗节不仕的“南宋末之民族词

人”,诸如吴潜、文天祥、汪元量和刘辰翁等,置于末章。作为普及性读物,此书意在树立青年人的民族观念,
动员有志青年抗战报国,并借此凸显文学所担荷的政治功能及其价值。

赵景深《南宋的民族词》一文则在对比南北宋词之差异的过程中,探讨南宋民族词产生的诸种契机。他

将此归结为三点:一是与北宋的承平不同,南宋的离乱,是词人自然流露其激愤之情的外部原因;二是长调慢

词的兴盛,为词人叙述国事,抒发悲壮的情感,蕴蓄蓬勃的气势,准备了文体条件;三是创作主题的转变,与北

宋词多写儿女之情相比,南宋词则多抒家国之恨。前文所述词学家皆以历时性方式撰述民族词史,赵景深却

以词派划分南宋词,重点论析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十六位辛派词人,而对于虽表达山河破碎之感与故国之思,
但却如“草虫幽咽”般的姜派词,着墨甚少。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现时代,却应该多读慷慨激昂的辛派词”⑤。

上述关于几种民族词史论著的分析,可见其中共有的特征。第一,作者均将民族词史的研究对象定格在

南宋词。一方面,南宋所面临的外有强敌、内在积弱的时势困境与当时人所经历的现实境况相近;另一方面,
虽然南宋之后的王朝亦有此种境遇,但南宋民族词的成就,后世难以企及。第二,民族词史的书写,也印证了

前文所言及的“稼轩风起”的主流词学宗尚。豪迈雄壮的词风,忠义凛然的词人,则是民族词史中的主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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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南宋爱国词人》,《黄钟》1933年第23期,第1-2页。
白桦《南宋爱国词人》,《黄钟》1933年第2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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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南宋的民族词》,《世界月刊》1945年第1卷,第24页。



三,突出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无论怎样表彰民族词人,归根结底的诉求都在于思考如何在民族危机时

刻,发挥文学介入政治的功能,建构具有强力特征的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为鼓舞全民族在最为危急与艰难

的环境中仍能秉守信念、坚持抗战提供一种精神动力。
在书写词史之外,词选亦是词学家们表达其词学观的一种重要方式。操选政者对于词人及词的选择,带

有各自词学理论影响下的差异性倾向。龙榆生归纳词家选词之意图时说:“古今选本,无虑数十百种之多,或
以应歌,或以传人,或以尊体,或以建立宗派,强古人以就我范畴。虽意趣各殊,瑕瑜互见,而其采掇茂制、揄
扬声学之旨则一也。”①依龙氏所言,编选爱国词和民族词实有传人之意。换言之,词选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

词史的文学功能。曹辛华在对民国时期的宋词选本和清词选本进行考论时,曾以选家的“选心”,即选词的意

图、标准以及传达的观念,划分词选的类型。“国难选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词选,尤其“自1937年始,中国

遭遇日本侵华危机,其间宋词选本在‘选心’上大多倾向‘民族’‘爱国’‘豪放’等方面”②。所以,在以文学书

写抗战之外,择取经典文学文本收录于选集之中,亦是当时学者借以文学救国、鼓励民众的常见方式。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8年,李宗邺依《满江红》词牌精选爱国词百首,此选前附词人小传,有知人论世之

助,并以岳飞词居首,下至近人词作,“以忠义奋发,慷慨苍凉,具有争赴国难,复兴民族之热情者为范”,而“寓
民族精神,重御外侮之意”③。选本前有陶琴《<满江红>考证代序》,一方面,据其所考,《满江红》至北宋时仍

未列为名调,而自岳飞词始,此调方才与精忠报国发生内在联结,作为发挥政治思想、表白忠义怀抱之工具;
另一方面,此序亦表明李选之意,在于通过搜罗英雄之词,建构民族文学渊源有自的脉络,“以宣扬文化,唤醒

国魂”,同时又希望能够“激励青年,发扬朝气,以期复兴我民族,挽回劫运而已”④。

20世纪40年代,赵景深的《民族词选注》和夏承焘的《宋词系》,是两部尤为值得关注的宣扬民族精神的

词选。赵景深有意在当时众多的民族诗选之外,专门辑录一部民族词选。此选上及《花间》两词,以为五代早

有豪放词派,宋词部分仍以辛派词人为主,元词选姚燧和舒頔二家,明代专选慷慨激昂的晚明词,最后选清代

的咏史词,或南社词人“歌吟种族之痛者”⑤,对所选之词人均有简介,所选之词均有注释。夏承焘的《宋词

系》则仅选南宋词人,共计23家56首词,以选录刘辰翁、陈亮、文天祥、李曾伯和辛弃疾等诸家之词为多。夏

氏在词选前记中,即已直陈其选词之缘由:“芦沟桥战役起,予方寓杭州纂《乐府补题考》,书成而杭州陷。顷

者避地沪滨,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以授从游诸

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⑥因此,夏氏选本与赵氏的注本不同,虽亦有词

人小传,但无注释,而是在词后考录词之本事,使读者对于某词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及历史事件更为了解,以
加深对于词人填词心境的感同身受。

无论是民族词史的书写,还是爱国词选的编选,都是一种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所谓“诗无达诂”,即文学

文本本身具有被多重阐释的可能,然而一旦文学文本被不断地经典化之后,就会成为具有象征意义和超时空

性的文化文本,文本的文化意义相对稳定,会随时代变化产生意义的累积,但却不会过时。与此同时,文化文

本的代代相传,使其成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这种集体记忆指向“一种与强烈的忠诚相联系,产生

强烈一致性的大我身份认同(Wir-Identität)的记忆形式。这尤其适合作为一种形式的官方记忆(dasoffi-
zielleGedächtnis)和政治记忆(daspolitischeGedächtnis)的民族记忆(dasnationaleGedächtnis)”⑦。而文

化文本建构的意义,则是着眼于现实境况需要,期许能对当下甚或未来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民族

词史和爱国词选的编撰者的良苦用心所在。他们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重塑为对于现

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并形成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既有号召当下民众团结爱国的目的,也有将这种来自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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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沐勋辑《唐宋名家词选·自序》,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页。
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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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宋词系·前记》,《夏承焘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
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6页。



的爱国主义情感伸展至未来,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一直延续下去的期许。
四 结语

王朝的覆灭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所曾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权更迭,而如何确立民族国

家认同,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迫切思考的问题。文学作为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一种有效方式,自然被视

为向民众渗透民族国家意识的利器。旧体文学所携带的“民族性”基因,也在此一特殊时代被激活,其鼓动、
激发情感的作用被大大地发挥和展示出来了①。

古典词学中“依经论词”的言说传统,恰与民族国家话语相遇合,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机时刻,被转化为

振兴国族的话语资源,完成其内在精神的现代性置换,实现词学理论话语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在抗战时期,
表彰爱国词人、撰述民族词史和辑录爱国词选,是现代词学家传递民族国家观念的主要表达方式,他们通过

将文化传统中的“忠臣义士”重塑为“民族英雄”的形象,以激励民众意志和鼓舞将士的士气。这种基于政治

现实,以民族国家话语重释古典文学文本的方式,也是中国现代抗战文学流衍的重要面相。“民族国家话语”
成为勾连现代词学与现代文论的理论基点,现代词学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现代文论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如此

即可深入考察触发词学现代转型的时代学术动向,又可还原现代文论生成与演进过程中多种理论脉络交织

的复杂形态。
由此而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②。以“民族

国家”视域观照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的脉络,不仅要关注新文学家主导的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40年代

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还要关注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以现代旧体文学理论所发出的政治诉求,从“大
文学”的学术立场,揭示中国现代文论之“现代性”的多重维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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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firsthalfofthe20thcentury Chinesescholarsatthetimeofnationalcrisismadegreateffortsto
constructimaginativeliterarytraditionstoawakenpeoplessenseofnationalidentity Inthishistoricalcontext 
thesocialandpoliticalfunctionofCistudieshasbeenconstantlystimulatedandexpropriated Atthetimeofna-
tionaldisaster modernscholarsgavethemodernconnotationtoCipoliticalexpression fromdiscussiononCiac-
cordingtotheclassics totherevitalizationofthenation andrealizedthemodernturnofCifunctionaltheory 
Theystrengthenedthespiritofnation-state embeddedinthehistoryofChineseclassicalCibyadvocatingJiaxu-
anCistyle publicizingpatrioticpoets writingnationalCihistoryandcompilingnationalCianthologies There-
fore modernCistudies carryingthediscourseofthenation-state hasbecomeanimportantpoleofanti-Japanese
warliteratureandcontributedto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itsowntheoreticaldiscourse Itshouldberegarded
asanindispensablepartinthedevelopmenthistoryofmodernChineseliterarytheory 
Keywords modernCistudies nationstatediscourse patrioticCipoet nationalCihistory nationalCiantholo-
gies

[责任编辑:唐 普]

761

孙启洲 危机时刻的词学批评———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

①
②
③

赵普光《民族主义的历史镜像与旧体文学的命运———以<民族诗坛>为中心》,《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第179页。
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孙启洲、马睿《“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中州学刊》2018年第12期,第154-159页。




